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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苏州市考古研
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
联合考古队，从2024年3月开始对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塘北遗址进行第二次主动
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

2024年发掘区位于地块北部，主要发
现崧泽文化时期土台1处，遗迹以墓葬为
主；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春秋
时期的生活遗存，另发现“后马桥文化”时
期的大片红烧土，性质正在确认中。

“后马桥文化”时期遗存为2024年的重要发现，主要分布于
发掘区北部的台地之上，发现的大量陶瓷器、石器及骨器、铜器
等遗物，灰坑、水井、红烧土等遗迹，初步还原了环太湖地区晚
商至周初的生活、生产图景——以水稻为代表的种植业，以狗、
猪为代表的畜牧业，以网坠、石镞等为代表的渔猎业，以及以石
器、骨角器、铜刻刀等为代表的手工业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塘北遗址还出土了4件商代晚期铜镞，具有
典型殷商文化特征，为目前苏州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提升

了以往学界对商代晚期环太湖地区社会发
展水平的认识。

塘北遗址发现的马桥文化、“后马桥文
化”、西周、春秋时期遗存，比较完整地呈现
了太湖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
列，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序列空白；其中“后
马桥文化”时期，与“泰伯奔吴”时代相当，
为探索吴、越文化的起源与形成、深化吴、
越两国早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等提供了
新的实证。

塘北遗址现存面积约 23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较大、文化内
涵丰富、延续时间绵长，出土的“后马桥文化”器物融合了本地、
宁镇（梯格纹、刻槽盆）、中原（青铜镞）、赣鄱（圈点纹）等地区的
文化因素，体现了塘北遗址与周边地区较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
动，应为晚商至周初环太湖东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遗址，与环
太湖北部的花山-佘城遗址、南部的毘山遗址等共同构成了环
太湖地区晚商至周初的中心遗址群。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执笔：车亚风）

2024年7月，为配合临汾市尧都区万
达广场项目（一期）建设，山西省考古研
究院和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组成的联
合考古队对该项目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古
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唐代、金
元、明清时期墓葬51座。其中M20是本次
发现的唯一一座元代纪年砖雕壁画墓，
该墓葬是在考古勘探之前，地面清表时
发现的，墓葬顶部局部被破坏，其余部分
保存完整。具体收获如下：

M20 位于用地范围内东南部，东邻
M21，开口于①层下，现存墓口距地表1.4米。

墓葬形制

该墓为长台阶墓道方形单室砖墓，
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方
向201°（图一）。

墓道 位于墓室南侧，为长台阶状。墓
道北宽南窄，口底同宽，直壁，壁较整齐。现
墓口长 7.17、宽 0.43～1.17 米，距地表 1.4
米，自深4.27米。墓道内发现生土台阶共十
三级，台阶高度不等，近墓门处1.81米为平
底。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松软，包含
有碎砖块、白灰粒、植物根茎等。

墓门 位于墓道北端，通高 2.35、宽
1.35米，距现墓口 1.92米。门洞为条砖垒
砌的拱形门，高1.42、宽0.93米。内侧条砖
丁砌，外侧用条砖错缝顺砌封门，封门砖
残余 23层，残高 1.83、宽 1.29、厚 0.15米。
门洞上方砌筑砖雕仿木构门楼，单檐硬
山顶，宽 1.35米，出檐 17厘米。拱形门上
方两侧雕饰檐柱，方柱抹棱。两檐柱外侧
绘有黑色雀替，檐柱之上承阑额，阑额之
上为普柏枋，普柏枋之上置把头绞项造
斗栱3组，其中柱头铺作2组，补间铺作1
组；栱之上为橑檐枋，橑檐枋之上置方
椽，均匀排列；方椽之上置仰覆瓦，仰覆
瓦之上为屋脊。栌斗、散斗斗欹内䫜，齐
心斗略同；泥道栱栱端卷杀；昂为蚂蚱
头。椽条、斗栱施黄彩，黑彩勾边。

甬道 为砖券拱形结构，南北长0.93、
东西宽 0.92米。甬道壁用条砖错缝平砌，
距墓底 1.02 米起券；地面条砖南北向微
错缝平铺，靠封门处东西向平铺；甬道北
端靠墓室内侧上部将砖内磨，做成壸门
样式，涂黑、黄彩，高1.36、宽0.92米。

墓圹 平面呈圆角方形，直壁，东西
长3.5、南北宽3.45、深5.67米。

墓室 圹内用青砖砌筑墓室，砖室为
仿木建筑结构，位于甬道北端，底部平面
为方形。墓室南北长3.36、东西长3.36米，
墓底距墓顶高 4.06米。墓室四壁、起券处
及顶部均设砖雕和壁画，整体保存较好。

墓室南壁为墓门所居之面，宽 3.18、高 2.21 米，东壁宽
3.15、高2.23米，西壁宽3.18、高2.21米，北壁宽3.2米（图
二）。墓室内条砖错缝铺地，北半部设砖台，高 0.34、宽
3.37米。在砖台上用三层砖错缝平砌成棺床，床面由方砖
铺设，南侧面可见三个如意腿。棺床长 3.36、宽 1.2、高
0.25米。棺床上见火烧后的人骨残块，未见明显葬具，应
为火葬。棺床东、西、北部砌有围屏，涂黑彩，围屏下方左
右两侧均砌有角牙，东侧围屏内见红色彩绘，脱落严重，
内容不明。围屏所用青砖长44、宽30.5厘米。墓顶为仿斗
八藻井形制，局部被破坏（图三）。

墓室壁面结构和装饰大体可分为下、中、上三层。
下层：北壁正中雕饰长方形窗，装饰“卍”字纹，窗的两

侧各装饰一幅水墨卷轴画，脱落严重，内容不明，西侧下方
局部坍塌。东壁在靠近棺床处设半启门；门通体绘红彩，门
上绘有3排7列黄色门钉，上方两角绘有黄色箍头，中部绘
制一对黄色门环，板门左扇微启；门上方绘有红色帷幔；帷
幔下设卷帘与帘钩，卷帘黑色边框，中间涂黄，帘上绘红色
竖线12条，帘钩为黑色。门及卷帘两侧各雕饰一幅卷轴画，
画上方中央有黄色惊燕，画心均用黑色绘制图案，北侧卷
轴画内容为松树，南侧卷轴画内容为竹鸟图。南侧卷轴画
下方雕饰长方形桌，桌面涂绘红色，桌身涂绘黑色。桌为直
腿顺枨平头案，足上端嵌夹牙条，牙条两边做出牙头，正面
有双枨，类夹头榫，桌长89、宽30.3、高65.6厘米。桌面中央
放置一白瓷盏。西壁装饰内容与东壁相似。西壁板门右扇
微启。桌面中央放置一黑釉瓷盆。南壁甬道上方设门额，外
框涂黑色，匾额内字迹脱落严重，据残存痕迹推测为“远”。
壸门上方两侧设破子棂窗，破子棂条竖向5根，涂黑色；东
侧窗下雕饰盥洗衣架、盆及盆架，西侧窗下雕饰灯台和方
凳，均涂绘红色颜料。衣架形如横“丁”字，由横杆和纵杆两
部分组成，横杆左端为花头，纵杆上端为倒扣的莲叶，下端
为莲花座，横、纵杆之间，雕有卷云纹花牙。纵杆装于长条
形板上，板上端、下端呈阴阳如意云头状。盆架为三曲腿，
外翻卷足。灯台上端呈如意云头状，灯盘直径14.9、高4.9
厘米。灯台下方为无束腰直足直枨小方凳，壸门式牙板，四
足下端微向外撇。墓室四壁转角处装饰绘有黑彩的四方抹
棱柱。柱头上承五铺作斗栱出挑斡插垂柱，同时逐层叠涩
五层内收；垂柱为四方抹棱柱，涂黑彩；铺作均施黄彩，并
用黑彩与白彩勾画出构件边缘轮廓。

中层：平面呈八边形，在墓室四壁及转角处上层置
阑额、普柏枋，上设转角/柱头及单补间斗栱 16组，斗栱
均为五铺作。转角处均有露头的檐柱，涂绘黑色。阑额与
普柏枋黄彩涂地，黑彩与白彩勾画出轮廓。铺作均施黄
彩，并用黑彩与白彩勾画出构件边缘轮廓。栱眼壁做成
上下两层，上层更向内收，白彩涂地，黑彩与黄彩勾边。
斗栱层上部置橑檐枋，橑檐枋之上置一层随瓣枋，随瓣
枋之上雕饰一周祥云。橑檐枋与随瓣枋黄彩涂地，黑彩
与白彩勾画出轮廓。祥云红彩涂地，白彩勾画上部轮廓。

上层：墓室顶部祥云纹以上为五层斗八藻井，分八
面起券内收，有交错重瓣状砖砌彩绘，每层八瓣。下两层
皆为白地红边，第一层为人物、花草交错，东、西、南、北
四面分绘花草：兰花、杜鹃花、菊花、莲花；东北、西北、东
南、西南绘制四幅孝子故事，题材分别为：卧冰求鲤、婉
言劝父、哭竹生笋、鹿乳奉亲。第二层为赭黄彩绘卷草。
第三、四层砖砌瓣仅可见红色彩绘花纹，底色不可见，勾
白边。第五层砖砌瓣仅勾白边。

该墓除砖雕外使用墓砖共三种规格，第一种为条砖，
砖背面捺印一手印，手印边缘有指印，长 30.5、宽 15、厚
5.5-5.9厘米；第二种为窄条砖，长23、宽15、厚3厘米；第
三种为方砖，长30、厚6厘米。

出土遗物

M20出土黑釉瓷盆、白瓷盏、铜镜、玉簪、木篦、墓志
等遗物共8件。

墓志（M20：2）位于墓室南部靠近甬道处。平面呈长方
形，上、下、左侧有单阴线边框。背面较粗糙，中间分布三列
阴线“X”形纹饰，每列4个，“X”形纹饰内部布满布纹，左
右两侧各有四条短宽绳纹。纹饰右侧有手印。长 44.3、宽
30.5、厚5.4厘米。志文竖书10行，满行16字，共136字，阴
刻，楷体。由右向左，自上而下书写，字迹清晰（图四）。

初步认识

M20纪年明确，是一座元代早期的仿木建筑砖雕壁
画墓，进一步丰富了山西元代早期墓葬的断代标尺。根
据墓志，墓主刘全是平阳人，早年参军，辗转征战于河
南、川、陕等地，屡立奇功并受到主帅赏识，被提拔为征
行千户。墓志的落款时间为至元七年（1270年），可知下
葬时间为至元七年（1270 年），该墓落成时间应不晚于
此。下葬的具体日期并未写明，盖系志中提及的“至元乙
丑以寿终于成都府”之故。寿终于“至元乙丑”，即至元二
年（1265年），下葬为至元七年（1270年），间隔了五年。棺
床上仅见骨灰，墓志中记载“三子扶护其丧归葬于临汾
县九州堡之新茔”，说明墓主应是在成都府去世后就地
火化，五年后墓主的三个儿子再将遗骨归葬于临汾的。

尽管该墓葬顶部局部受损，但墓室内砖雕壁画整体
保存较好，蕴含信息丰富，砖雕仿木构件写实性强，是山
西省近年来金元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金末元初
的建筑形制、壁面装饰、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历史流变提
供了新的重要资料。该墓所见抹棱式角柱流行于宋金时
期。墓门处把头绞项造斗栱的做法亦见于阳城元代民
居，反映出当时民间建筑的尺度和规制特点。五铺作斗
栱出挑斡是宋金流行的补间斗栱结构形制，在临汾地区
同时期墓葬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金末元初木结构建筑
和墓葬形制具有重要意义。墓室顶部的五层仿斗八藻井
形制亦见于晋南地区金元时期墓葬，如翼城武池金墓
M5，可能是晋南地区金元时期砖雕壁画墓中极具特色的
地方做法。

（山西博物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临汾市文物考古
工作站 执笔：张海蛟 任伊娜 崔毅翔 许世昂）

通潮阁：东坡南渡北归的文化记忆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
苏轼谪居海南期间，足迹遍布儋州、澄迈、海口、临
高等地，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与轶事，成为
海南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通潮阁是苏东坡南渡北归途中的重要一站。宋
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东坡受命自儋州移
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渡海赴廉州前夕，在澄迈
通潮阁停留，其《澄迈驿通潮阁二首》诗中写道：“倦
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
不觉青林没晚潮。”后世的人们循着东坡足迹，纷纷
慕名至澄迈寻找“通潮飞阁”。

通潮阁的始建年代至迟可追溯到宋代，由东坡
诗篇得以窥见北宋时“飞阁俯长桥”的景致。南宋
时，遭贬海南的李光、胡铨曾和韵东坡诗，刻成碑石
立于阁中。关于通潮阁的记录多见于明清两代，清
康熙《澄迈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
刘时敏设置通潮、西峰二驿，驿中设有驿丞等人员。
明代时县治始筑城墙，通潮阁（驿）位于西门之外，
西门因而称“通潮门”。弘治十七年（1504年），广东
副使王檵奏请革除通潮驿，此后通潮驿便为营兵所
占据。到正德年间，通潮阁已然倾塌，知县陶建目睹
通潮阁的荒芜景象，甚是感慨：“风雨何年杰阁倾？
闲来吊古不胜情。野花绣地能埋址，潮水依城为志
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新任知县唐启宾在通
潮门外建设里桥、关帝庙，后代知县又陆续在关帝
庙右侧增修养济院、真武庙等，渐次形成西门外建
筑群落。在清代的县志中，通潮阁已成旧址，虽长期
被记录为“久废”状态，实际上可能经历过不止一次
的重建活动。清康熙年间的临高县令樊庶访通潮阁
旧址，留下了“旧阁新移让草莱，昔人曾此独徘徊”
的诗句。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一方《通潮飞阁碑》
则记录了因通潮阁“址废无稽”，教谕李梓瑶集合地
方绅耆，重建通潮阁的过程。同治九年（1870年），福
建人李佳瑞经过澄迈，在通潮阁题句；同年澄迈知
县秦廷英登通潮阁赋诗，将二人诗句一并镌刻于阁
中。遗憾的是，这些与通潮阁相关的原碑皆已佚失，
唯有三张拓片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考古工作新发现：“飞阁俯长桥”残碑现世

2025年 4月，为配合第三届中国（海南）东坡文
化旅游大会的召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澄迈
县通潮阁遗址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其间，考古队员在

里桥附近一处遍植香蕉树的小台地上调查时，发现一方残碑。该
碑竖立于台地中央，底部残存榫头状结构，无碑座，残高66厘米，
宽63厘米，厚约7.7厘米，由火山石单面阴刻楷书而成，碑上文字
清晰可辨，能完整识读者93字。

这块残碑的宽度与此前发现的道光十六年《通潮飞阁碑》宽
度一致，均为63厘米，且碑文刻字稳健端庄，结体严整，或因下半
部掩埋土中的缘故，保存较好，其年代应属明清时期。尽管碑的上
半部分缺失，立碑时间与立碑人均不详，我们仍能从它的残篇断
句中捕捉到一些关键信息。第一行“弥缝天地”与后文提及的“二
桥”相合，即附近里、外二桥；第二行“前澄江，后迈岭”既是澄迈地
名由来，又是对此地自然环境的描述，而“双瀑斜飞”则指里、外二
滩，澄江二水在此激石成滩，声势相应，会同入海。第三行引东坡
诗“飞阁俯长桥”句，与第四行“以耸其观”或许同是通潮飞阁景
象。第五行记述二桥与其他建筑物相继崩塌圮坏，这与县志记载
里、外桥屡坏屡修的情况相符。第六、七行点出人物“吴邑侯”，其
任上召集地方绅耆捐资“钱千余串”，继而“塔成”，或指修筑里桥
附近的西门塔。第八行的“城垣既坏”，亦对应县志中城楼数次倾
圮的记载。第九行所谓“运不昌”，结合上文残缺笔画来看可能为

“文运不昌”。末尾一行记录立碑时间为“孟冬月”，即指农历十月
份，其上一字残缺不全，似是“于”或“子”字。由此可知，该碑记录
了当时在里、外二桥一带的一次集资建设活动。

“吴邑侯”身份考辨

残碑碑文中提及的“吴邑侯”其人，为破解立碑年代的关键信
息。“邑侯”一词是古代对县令的尊称，这一称呼多见于明清时期
的方志及碑刻之中，称知县为“邑侯”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考清
光绪三十四年《澄迈县志》卷六职官志，其中记录了唐、宋、元、明、
清五代167位知县姓名籍贯，同时略述其事，其中吴姓知县十人，
卓有政绩者二人，分别为顺治十四年（1657年）上任的吴 与康熙
二十二年（1683年）上任的吴世焜，县志中均予以大篇幅介绍。

吴 为浙江乌程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继修文庙，十五年
（1658年）重修城池，十六至十七年（1658~1659年）修县公署，县志
称其“精练吏治，洞悉民情，于今称最”。吴世焜为江南无锡人，康熙
二十二年（1683年）与教谕关国俊等捐俸重建文庙，使之焕然一新，

“凡经海寇焚毁者均议修置”，二十三年（1684年）重修城隍庙，二十
四年（1685年），捐俸购室，计划重建关帝庙，但条件不足。县志记
载：“民今犹啧啧称道勿衰，登之循吏之传，列之名宦之祠宜也。”此
外，艺文志中亦收录与之相关记文两篇，一为吴世焜所撰写《重修
学宫记》，另一为邑人邱联甲所作《遵修圣宫设义学记》。

追溯两位知县事迹，吴世焜当与残碑中的“吴邑侯”更为契
合。吴世焜其人，在康熙《澄迈县志》、康熙《武邑县志》、康熙《王
会新编》、雍正《广州通志》、乾隆《冀州志》、乾隆《无锡县志》、道
光《琼州府志》等处各有记载。吴世焜，又名郁世焜，一字鹤亭，
一字朝若，康熙乙未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士，后复吴姓。
他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683~1687年）任澄迈知县，康
熙三十四年任职武邑，任内革除弊政，制定十甲均徭制度，皆有
惠声，后以终养归。康熙《武邑县志》称其均徭法为“第一善政
也”，大为赞颂；道光《琼州府志》记：“报恩祠，在景苏书院西，道
光十五年，邑绅李恒谦、马时现等建祀知县吴世焜。”此时距吴
世焜任职澄迈已过一百余年。

若吴世焜即为残碑中所记“吴邑侯”，那么残碑末尾“孟冬月”
之上缺失的时间应当为“甲子”，据吴世焜《重修学宫记》，其倡议
发起的重修学宫工程“经始于甲子年之秋，落成于丙寅年之夏，不
烦公帑，不劳民力”。由此推断，残碑刻立时间可能为吴世焜上任
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1684年），符合碑文“吴邑侯珍
聘莅任，即集绅……”的说法。邱联甲《遵修圣宫设义学记》中提及
吴世焜修学宫起因：“癸亥秋，我邑侯吴公来莅澄江，公系延陵望
族，起家两榜，下车之日，见学宫废缺，心窃疚焉，因谓甲辈曰：文
运之兴，不大厄则不盛……”可见吴世焜甫一上任，即忧心邑中破
败，文运不兴，此与残碑中“运不昌”句亦相符合。

结语

“通潮门外路逍遥，荒草残碑对断桥。飞阁流丹人何见？海
云还涌旧时潮。”东坡北归后的九百余年，风云变幻，澄迈老城
历代兴建的各类设施，或毁于海寇侵扰，或在地震飓风中倾覆，
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这块记有“飞阁俯长桥”的残碑显得弥足
珍贵，它的出现，也为我们今天追寻东坡足迹，追溯通潮阁的历
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期待
有更多与通潮阁相关的谜团被解开，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焕
发出新的光彩。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陶淑蔚 安兴龙 何健宇）

“后马桥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塘北遗址发现苏州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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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阁俯长桥”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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